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牙巧马台国方位危言
以古代中国人海外时空观为中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 日本研 究所 高 洪

邪马台国位置问题是 日本古代历史研究中的一大难点
。

长期以来
,

史学界为探索这一千

古之谜作了大量工作
,

对相关文献史料的考证达到穿细入微的程度
,

考古学界也不断为各派

观点提供物证
,

结果使问题更为复杂
,

莫衷一是
。

在林立的诸家学说中居于主流地位的是
“

九州说
”
和

“

徽内大和说
” ,

即主张邪马 台国地

处今天的九州或近徽大和地区
。

此外
,

还存在对 日本的中国地方
、

爱媛县
、

德岛县
、

山梨县
、

南

洋群岛
、

菲律宾乃至埃及等地的种种比定和推测
。

持
“

九州说
”

与
“

哉 内说
”

的学者们通过历史

文献学
、

语言发声学
、

考古学
、

民俗学
、

人类文化学
、

历史地理学等方法对此进行了有益的探

讨
,

从当时 日本社会状况以及中国的典籍文献
、

地图编制
、

度量衡单位
、

行程划定方法等角度

提出若干破译方案
。

然而
,

双方立论均 以改动《魏志
·

楼人传 》中关于行程或方 向为前提
,

故

而难以驳倒对方
,

无法作出定论
。

笔者不揣 冒昧
,

愿在前辈学者研究的基础上
,

从三 国
、

两晋

时中国人的时空观念 (主要是古人对
“

天下
”

及
“

海外
”

的方位意识 )入手
,

提出一孔之见
,

以就

教于中日两国史学界的同道先学
。

一
、

问题的症结所在

在《魏志
·

楼人传 》中
,

有关邪马台国地点的记述主要有以下 内容
: “

楼人在带方东

南大海中
,

依山岛为国邑
。

… …从郡至楼循海岸水行
,

历韩国
,

乍南乍东
,

到其北岸狗邪韩国
,

七千余里
,

始度一海
,

千余里至对马国… … 又南同渡一海千余里… …至一大 (支 )国… … 又渡

一海
,

千余里至末卢国… …东南陆行五百里
,

到伊都国… …皆统属女王国… … 东南至奴国百

里… …东行至不弥国百里… …南至投马国
,

水行二十日… …南至邪马台国
,

女王之都
,

水行

十日
,

陆行一月
” 。

间题是如果从位于朝鲜半岛南端的狗邪韩国按照《魏志
·

楼人传 》所述行

程距离和前进方向去寻找邪马台国
,

其位置只能在九州以南的大海之中或今冲绳诸岛之间
,

显然是不成立的
。

于是
, “

九州说
”

学者力主将
“

陆行一月
”

改为
“

陆行一 日
” ;
而

“

瓷内说
”

学者

则大多主张将
“

南至投马国
” 、 “

南至邪马台国
”

的
“

南至
”

改为
“
东至

” ,

以求自圆其说
。

但是
,

在

尚无其它史料印证
、

缺少足够证据的情况下
,

随意更改古书是不足取的
。

因为
,

第一
、

中国历

史上官修正史的主要 目的是为皇朝提供统治的借鉴
,

治史是一项极为严肃认真的活动
。

古

史
,

尤其是官修正史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

近年来
,

许多过去被认为是史料记载有误的历史疑

案
,

由于考古发掘的新进展而 验证为确有其事
,

证明中国正史 (在某些场合也包含野史
、

杂

史 )是言之有据和可资凭信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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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

《魏志
·

俊人传 》中关于往赴邪 马台国的行程距离一般不会有错
。

首先
,

对于
“
汉时

有朝见者 ,’( 实际上中日民间交通往来势必史 旱 )的日本九州地区
,

其行程里数应该是有较深

了解的
。

而且
,

从史料来看
,

仅景初二年 (公元 2 38 年 )以来的十年之中
,

女王使节七次使魏
,

魏使两度赴日
,

在如此频繁的交往中
,

魏使及负责记录该项外交活动的官吏对了解较多的对

马国
、

一支国以及九州的末卢国
、

伊都国
、

奴国
、

不弥国等地里程记载
,

自然应当是比较准确

的
。

这里用
“

里
”
来记述走行距离

,

既是合理的
,

也是可靠的
。

其次
,

对于相对陌生的投马国
、

邪马台国
,

由于
“

草木茂盛
,

行不见前人
” , “
道路如禽兽径

” ,

转而采用
“

夷人不知里数但以计

日
”

的借助楼人以 日记程的办法
,

既是稳妥的
,

也是可行的
。

在此要着重强调的是
,

使节们对

后半段路程的长度虽然不能准确把握
,

但行走共花费多少 日时
,

即用了多少天的数字绝不会

搞错
。

因此
,

在没有任何史料旁证的前提下
,

轻改古史是不能服人的
。

第三
、

如果里程记述不虚
,

那么方位
,

或曰行走方向为什么记为
“

南至
”

呢 ?中日两国史学

界中持
“

徽内说
”

的学者大都认为实际上是
“

东至
” ,

也就是说要把不弥国之后的
“

南行
”

改为

“

东行
” 。

可是
,

如此改动仍然缺乏史料凭据
,

仅仅基于主观推测
,

还不足以说明间题
。

笔者认为
,

古代中国人对 日本列岛的方位关系 (九州同本州之间的相对位置 )的认识存

在错误
,

而且这种错误观念还长期影响到后世
。

日本学者室贺信夫在 《魏志楼人传中描绘的

日本地理像— 地图学史的考察 》一文中对历史地图为考证以及中国一些学者所做的相近

的论证都充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

从目前能够见到的历史地图来看
,

《华夷图 》的注记
、

朝鲜的

金士衡
、

李茂根据元代吴门李泽 民的《声教广被图 》及明初天台僧清派的《混一疆理图 》绘制

而成的《混一疆理历代国都之图》都把本州放置在九州的南面 (九州的下方 )
,

也为上述观点

提供了证据
。

相反
,

如果将古代中国人描绘的 日本列岛以九州中部为轴心由南向东做 9 00 逆

时针旋转
,

才能得到列岛实际的正确位置
。

由此可见
,

当时的使节或其他通交人员到达九州

后
,

把自己实际上向东的前进方面错觉为向南行进
,

因而 留下了
“

南至
”

的错误记录
。

导致这一错觉发生的原因何在?现代心理学告诉我们
,

错觉的产生往往是在知觉对象的

客观条件有了某种变化的情况下出现的
。

错觉往往与人们过去的知识经验有关
,

又往往是各

种感觉互相作用的结果
。

曹魏使节囿于自己对
“

天下
”

的知识经验
,

在有限的地理概念影响下

对 日本列岛在
“

天下
“

中所处的位置有错误的理解
,

加之对白昼定方向主要依靠的太 阳的视

运行的错误认识
,

自然难免发生 以东为南的错觉
。

换言之
,

假如我们设身处地地从魏使的时

空观念 (即古代普通人对大地形状和天地关系
,

而非当时天文学家曲高和寡的推论 )出发
,

就

不难得出从九州向本州行进是在向南走的错误结论
。

揭开魏使将实际上的
“

东行
”

误记为
“

南

行
”

之谜的关键就在于此
。

下面让我们循着历史文献中关于中国古人对时空
,

方位
,

尤其是海外方位 的一般认识
,

去探讨邪马台国的方位
。

二
、

古代普通中国人心中的天下和楼在天下的位置

如同世界上许多民族对宇宙生成的认识过程一样
,

远古时期华夏民族对天地的产生亦

有种种猜测
,

我们今天还可从神话传说中窥视到这些蛮荒时代的遐想
。

从周至两晋
,

中国古代哲人先后提出六种关于
“

天地
”

— 宇宙结构的设想
,

即所谓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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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
、

浑天
、

宣夜
、

听天
、

弯天
、

安天等六家学说
,

后人称之为
“
论天六家

” 。

六家之中
,

以盖天说
、

浑天说的影响为大
,

特别是盖天说逐渐成为古代中国人对
“
天下

”

认识的正统观念
。

今天
,

一般认为盖天说起自周代
。

《周脾算经 》中记有商高告诉周公
“

方属地
,

圆属天
,

天

圆地方
”

的内容
,

该说后因
“

天圆如张盖
,

地方如棋局
”

①的提法得名
。

在人们认识水平低下的

远古
,

从直观出发去观测身边 的自然环境
,

很容易得出天空象半圆的巨大罩子
,

盖在平直的

地面上的感觉
。

这种朴素的宇宙观在战国已经为世人所接受
,

似乎成了古来中国人对天地关

系的最初认识
。

宋玉 (公元前三世纪人 )在 《大言赋 》中就曾唱到
: “

方地为车
,

圆天为盖
” 。

后

来
,

孔子用
“

天圆地方
”
比附

“

天尊地卑
” 、 “
天地阴阳

”
的道

, “
夫子曰

:

天道 曰圆
,

地道曰方
” ,

②

将这种原始朴素的天地观同社会政治结构相联系
,

使之具有普世性
。

战国末年
,

秦国的吕不

韦又进一步阐发为
: “

天道圆地道方
,

圣王法之所以立上下
” ,

③对自然的认识扩展为世界观
,

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广泛影响
。

秦汉以后
,

对统治集团成员的朝臣
、

官吏们来讲
, “
天圆地方

” 、

“

天尊地卑
”

的理念
,

是将 自然观与社会观有效地统一起来的宇宙结构
,

既容易消化理解
,

又

符合位居官方正统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
。

因此
, “
天 圆地方

”
这一早期盖天说占据了世人天地

认识的主导地位
,

并在横向上向地处周边的区域辐射
。

一些少数民族亦基于 自身的天地观念

与之认同
,

譬如南北朝时期的鲜卑族大将解律金唱道
: “

救勒川
,

阴山下
。

天似 弯庐
,

笼盖四

野
” ;④在纵向方面

,

这种观念向后世传播
,

几乎沿袭至封建社会晚期
,

保存至今的北京天坛

和地坛就分别为正圆形和正方形建筑
,

恰恰是这种正统天地观念的写照
。

那么
“

盖天说
”
的具体解释如何呢? 古人曾对此做了种种臆测

。

最早的解释大约是关于

禹治水划天下为九州的说法
.

⑤冀州
、

充州
、

青州
、

徐州
、

扬州
、

荆州
、

豫州
、

梁州
、

雍州等各州

如井田制的
“

井
”
字排列

.

洛阳位于夭下之中
。

此说无疑是基于人们对中原的认识而给定的概

念
.

到了战国时期
,

阴阳家邹衍提出
: “

大九州说
” ,

认为禹时的九州仅仅是中国本身
,

叫
“

赤县

神州
. 。

而在
“
赤县神州

”
之外还另有八个州

,

合为真正的
“

九州
” ,

这个
“

九州
”

之外环绕着
“

裨

海气
“

裨海
”
之外更有八个

“

九州
” ,

之外又有
“

大滚海
”
包围

, “

大滚海”
、

即是天边地界
。

因而
,

中国只是天下的八十分之一
。

⑥而《淮南子
·

地形训 》中描述的
“

天下
”

则是另一种
“

九州
”

的

解释
,

即所谓
“

九州之外
” ,

乃有 /
吹

,

/诊夜之外
,

而有八城
” , “ / 、抓之外

,

乃有八极
” , “

八极
”

便

是夭地的边界
。

至于天圆地方说中大地的面积
,

或者说
“

地广
” ,

同样有各种各样的推算
。

《山海经 》记为

“

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
,

南北二万六千里
” 。

邹衍的学说已不可考
,

但据王充的推算
,

邹衍的
“

天下
.
大体为

“

二十二万五千里
” 。

而王充本人则估计为南北十万里
,

东西十万里
, “

相承百万

里 : ⑦此外
,

《河图括地图 》中则讲
: “

八极之广
,

东西二亿三万三千里
,

南北二亿三万一千五

百里 . ,夏禹所治四海 内
” 地东西二万八千里

,

南北二万六千里
” 。

⑧而且
,

在《淮南子
·

天文

训 》中还专 门讲述了一套计算大地广度的方法
,

得出
“

阖四海之 内
,

东西二万八千里
,

南北二

万六千里
”
的结论

。

但无论何种算法
,

大都认为从天下之中洛阳向南行一万三千里左右便可

到达四海之内大地的南部边缘
,

而这条南部边缘又正是古人理解的太阳运行轨道的下方
,

这

一点对分析魏使到达 日本九洲后将东行误记作
“

南行
”
问题至关重要

。

除了盖天说外
,

浑天说以至宣夜说等等也是古代中国人对天地形状
、

大小的不同学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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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
,

浑天说实际上仍未跳出地平 (天圆地平 )观念的案臼
,

⑨宣夜
、

听天
、

弯天
、

安天等说仅

限于理论探讨
,

并未被世人普遍接受
。

总之
,

三国两晋时期普通 中国人对天下的认识恐怕只

能建立在盖天说指导下的天圆地方观念之上
,

并不精通天文知识的朝廷命官亦不能免俗
,

何

况他们更需要信奉符合王纲法纪的天地观念
。

在当时中国人的方形大地观念中
,

日本处于什么位置呢 ?这一问题是理解魏使将日本九

州向本州的东行误解为
“

南行
”
的错觉的关键

。

如同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
,

古代中国人对 日本

列岛位置的理解大大偏向南部
。

所谓
“

楼在带方东南大海中
” , “

计其道里
,

当在会稽东冶之

东
” , “

自郡至女王国
,

万二千余里
” 。

会稽在今浙江绍兴
,

而东冶则在今福建福州
,

就是说古人

认为楼在相当于今天北纬 2 50 一 3 70 之间 ( 因为当时尚不涉及本州北部和北海道
,

故从略 )
,

这

就意味着俊是在方形大地的东南端
。

尽管带方郡位于天下之中洛阳以东且偏北
,

但从带方郡

南行万余里后
,

仍可得出大体抵达四海之内的大地的东南边缘的结论
。

这种把俊国想象在大地东南端的思路
,

恐怕是基于以下几点认识
。

第一
、 “

从郡至矮
,

循

海岸水行
,

历韩国
,

乍南乍东
,

到其北岸狗邪韩国
,

七千余里
” ,

已经向东南前进七千余里
。

第

二
,

其后又
“

始度一海
,

千余里至对马国… … 又南渡一海
,

千余里
,

名曰翰海
,

至一支国… …又

渡一海
,

千余里至末庐国
” 。

这里的三次渡海均向南行
,

(第一次渡海虽未讲
“

南渡
” ,

但后文有

乘船
“

南北市来
” ,

可知是为南行 )所以必定到达大地东南端
。

我们知道
,

从朝鲜半岛南端向对

马
、

壹岐至松浦实际上是向东南航行
,

但 《魏志
·

俊人传 》却记为
“

南渡
” ,

方 向已有谬误
。

一些

学者认为
,

记为
“

南渡
”

是古人在记述方向时简单化使然
。

但笔者以为
,

魏使在报告重要的航

行方向之时势必审慎
,

不会无端将东南行程记为
“

南行
” ,

何况后文 中还再三出现
“
东南陆行

五百里
” 、 “

东南至不弥国百里
”
的记录

。

造成 以东南方向航海为
“

南渡
”

的原因
,

似乎可以作如

下考虑
。

身为魏使的带方郡使节并不谙熟航海
,

而且三国时期的航海尚无罗盘导航
,

L而主

要是靠以海岸
、

岛屿为标志的
“

对景航行
” 。

岛屿作为航标只有标志意义
,

不能体现方向
,

在高

度较低的古代木船上能够眺望的岛屿有限
,

加上海上气候和能见度的影响
,

航行应主要由太

阳和星辰来确定航向
。

对马海峡中因季节流动着流速为 1~ 1
.

5 节 (每昼夜约 24 海里 )的北

上洋流
,

L对船产生大约为每小时 1 8 5 0 米的横向推力
,

这给航速在每小时约 4 公里左右L

的木船的影响非常之大
,

只有将航船的船头指向正南
,

才能驶到位于东南的岛屿和九州的松

浦
。

古代俊国渔民对海流的认识水平已不可考
,

中国辽东和朝鲜渔民对航行楼国的航路当然

不如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沿岸航行那样熟悉
,

至于使者本人 自然不懂航海中洋流知识
,

L

所以将船头指示的正南方向误以为行驶方向是完全可能的
。

第三
、

在末庐国登路后
,

又
“

南

行
”

或
“

东南行
”

数国
,

所以便认定自己 已置身于大地的东南端了
。

三
、

太阳定位与方向记录上的 9 00 偏转问题

为什么将楼国置于大地东南端会影响使节及通交人员对方向的判断呢? 这个问题要从

古人的方位概念和定位方法来考虑
。

众所周知
,

古代中国天文学非常发达
,

早在西周已有以

太阳
、

星辰判定方位的成熟经验
。

大约成书于公元前五世纪的文献《考工记
·

匠人 》中已有
:

“
匠人建国

。

水地
,

以悬置禁以悬
,

即述义景
。

为规
。

识 日出之景
。

昼参诸日中之景
,

夜考之极

星
,

以正朝夕
” 。

是说工匠施工时
,

平整土地
,

而后垂直悬挂准绳
,

以观表影
,

观测日出和 日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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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表影位置
,

白天参看日中时分表影方向
,

夜里参看北极星方位
,

以定出准确的东西方位
。

不

难想见
,

这种被工匠普遍应用的定向方法也必然为早期的地图绘制所利用
,

并成为人们通常

判定方向的基本方法
。

然而
,

对于魏使来讲
,

依靠太阳判定方向甚至可能是唯一可行的方法
。

因为尽管夜观星

象是准确定出正北方向的简捷方法
,

但此法只能适用于长期居住的熟悉地域
。

在陌生 的国度

中
,

每天因行进变换住所
,

而且翌 日昼间又前进在荒山野岭
,

其行路必然曲折多变
,

既使夜里

得出方向也不足以指导辨别白天的前进方向
。

而白天对方向的辨别自然是依据太阳所处的

方向来理解自己进行的方向
。

我们知道
,

相对于地面上的观测者而言
,

太阳有两种视运动
:

每日的东升西落和每年在

南北回归线之间的黄道运动
。

对地处北半球的人来讲
,

朝阳从东方升起
,

正午在南方上空达

到最高点
,

傍晚从西方落下
,

这是古人长期观察得出的生活经验
。

古代中国人素以洛阳作为
“
天下之中

” ,

西周成王营建洛 邑的理由便是
“

此天下之中
,

四方入贡道里均
” ,

《 吕氏春秋
·

审

分览 》也讲
: “

古之王者
,

择天下之 中而立国
” ,

魏校 《地理说 》亦言
“

洛阳
,

风雨之所会
,

阴阳之

所和
,

天地之中也… … 以天下大势言之
,

长安龙首穴也
,

洛阳龙心穴也
” 。

天下四方以洛阳为

中心
,

在古人心 目中太阳东升西落
,

正午高挂在南方上空都是以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及北方为

前提的
,

而到了汉武帝元鼎六年 (公元前 I n 年 )派路博德征服南越设置的 日南 (今越南广治

一带 )
、

澹耳
、

珠压 (今海南岛 )等南方边睡的九个郡
,

则是
“

在 日之南
,

所谓开北户以向 日
” 。

关于太阳运行轨道与方式
,

古人有种种推测
。

屈原在 《天 问》中说
: “

出自汤谷
,

次于蒙

祀
” ,

后来的浑天家也认为太阳以阳城为中心
,

出自东方
`

,$a 谷
” ,

落于西方
“

蒙祀
” 。

后期的盖

天说虽然改用旋转来解释日月运行
,

但太阳东升西落和在南方升至最高点还是没有疑间的
。

那么
,

在古人眼里太阳由东向西运行的南部边缘在何处呢?或者说太阳在南边大地的什么地

方的上空呢 ?由于当时对世界知识的局限
,

人们对太阳的视运行轨道的认识有一个发展变化

的过程
。

前汉时代
,

只知道西方的极限是西海
,

北则瀚海
,

东面是大海
,

南则日南
。

到了后汉

始知
“

北燮丁零
,

南谐越裳
,

西包大秦
.

东过乐浪
” L

。

其中日南郡已是
“
在 日之南

” , “
开北户以

向日
” 。

可见
,

当时是认为太阳视运行轨道在 日南郡以北
,

即北回归线以北的
.

后汉时
,

天文

学家才知道
“
日南郡去洛且万里

,

徒民还者
,

问之
,

言 日中之时
,

所居之地未能在日南也
。

度

之
,

复南万里乃在日之南
,

是去洛阳二万里乃为日南也
” 。

然而
,

白南郡在日之南的定见并没

有得到普遍修正
。

譬如
,

在 《后汉书 》卷三十三刘昭注中仍使用为
“

日南郡
,

武帝更名
,

洛阳南

万三千四百里
” 。

日南的地名沿用下去
,

使太阳在四海之内的南边即中国南方边睡上空运行

的观念继续流传
。

那么
,

上述太阳运行轨道的认识对魏使产生何种影响呢 ? 简言之
,

太阳在四海之内大地

南部边缘上空走过的观念导致他们将东误解为
“

南
” 。

因为三次
“

南渡
”

大海又在日本九州历

经数国的魏使头脑中打上了
“
已经置身于大地东南端

”
的错误概念

,

由此便会推导出
: “

每天

见到的日升最高点— 太阳在大地南部边缘显示的方 向是西方
,

而非在洛阳或北方辽东见

到的南方的错觉
。

这样一来
,

如果迎着太阳走
,

就是 向西走 (实际上迎着太阳走仍然是向南

走 )的错误结论
。

而魏使在不弥国之后的长距离跋涉基本上是用身体右侧对着太阳前进
,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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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就得出朝
“

南
”

走的误解
。

这当然是他们在
“

太阳高挂在西面上空
”
这一错误概念指导下得

出的结论
,

事实上太阳始终高挂在南面上空
,

在日本九州用身体右侧对着太阳走
,

无疑是在

朝东走
。

结果
,

魏使便把实际上的
“

东行
”

误记为
“

南行
” 。

这里还必须作两点解释
:

第一
、

白天把太阳最高点当作西方的认识似乎同夜晚用星辰判

定的北方矛盾
,

但如前所述
,

使节每天在陌生的土地上行进
,

这种方向的矛盾既不存在
,

又容

易化解
;
第二

,

如果认为自己置身于大地东南端
,

看到的正午太阳是西面
,

那么日升方向当为

东北旧落方向当为西北
,

但在
“

草木茂盛
,

行不见前人
”

的山区
,

使节携带大量回赐物品 (楼

使节则携带贡品 )和武器
、

干粮等瑙重
,

在荒 山野岭中连续跋涉
,

加之朝有露水浸湿
,

暮有蚊

虫叮咬
,

很难想象他们会日出而行
、

日落而息
,

相反倒是太阳升起后出发
,

落日前歇息的估计

更为合理
。

因此
,

用白天中午的太阳位置来判断行进方向便是自然的了
。

四
、

一个相同的例证

以上从魏晋时期普通中国人的天下观念出发
,

分析了魏使 的方位意识并探讨了误记行

走方向的原因
。

这种推测能否在历史上找到相同的例证或史料
、

实证方面的凭据呢 ? 笔者认

为
,

与之处于同一时期的中国人的印度洋航海活动似乎提供了一个佐证
。

两汉三国时期
,

中国人为贸易而远航黄支国
。

所谓黄支国
,

经史家考证为今天印度科罗

曼德海岸的建支补罗
。

L无独有偶
,

中国史家如汉代的应肋和晋代的范哗均将这个在中国西

面的黄支国记为
“
日南之南

” ,

即中国的南面
。

原因何在 ? 船队启航于洛阳正南而偏西的合浦

郡
,

因沿岸航行
,

越过金匝角后需要西行至退罗湾西岸的都元国
,

而后南至马六 甲海峡后又

再朝西北行驶
。

L这样一来
,

水手们便会得出已到达四海之内大地的南端的概念
。

由于当时

对南方海外各国同西域如何邻接尚未形成明确的地理观念
,

出于前文所述的同样的误解
,

船

队很容易将正午 的太阳看作
“

东方
” 。

于是
,

沿孟加拉湾北岸向黄支国的长距离西行便成了

“

南行
” ,

结果留下了黄支国在
“
日南之南

”

的错误记录
。

当然
,

对方向的错误认识并不妨碍船到达正确的目的地
。

因为当时的航海是以沿岸景

物
、

岛屿作为参照系的经验基础上的
“

对景航行
” .

无论观念上的方位是否正确
,

均可以凭经

验抵达目的地
。

就此而言
,

西行航海与魏使节在
“

大地 的东南端
”

去 向邪马台国可谓异曲同

工
。

五
、

结束语

综上所述
,

《魏志
·

俊人传 》中关于邪马台国的里程和方位应作如下理解
。

首先
、

里程的

记录是基本可信的
,

对此持
“

哉 内大和说
”
的中日学者 已作过详尽考证

,

本文不再赘言
。

其次
、

方向中的间题并非史书在刊刻传抄中的谬误
,

而是使节及其他通交人员理解上的错误
。

他们

把不弥国之后的实际上的东行报告为
“

南行
” ,

致使史书中留下千古悬案
。

此外
,

笔者还想强调一点
,

古代中国天文学
、

地理学十分发达
,

地图学亦较早取得 了长足

的进展
。

但史官并未曾亲自到过日本
,

撰写史书的资料只能来自使节的报告
,

而这些人的认

识水平同精通天文地理知识的史学家
、

天文学家
、

地图学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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